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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

中国和印度的人口红利:
基于指数的比较分析

宋　 健　 　 姜春云

　 　 【摘　 　 要】中国和印度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人口超过 10 亿的大国,中印两国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特
别是关于“人口红利”的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 多数研究将人口抚养比等指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同于人口

红利,缺乏对社会经济条件的考察;部分文献虽然在描述“人口机会”时加入了关于经济社会因素的讨论,但缺

少实证研究。 本文综合考虑人口机会和经济条件构建人口红利指数,对 1990-2021 年期间中国和印度的人口

红利进行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预测未来变化趋势。 研究发

现观察期内中印两国的人口红利均呈现增长态势,中国的人口红利指数和经济条件指数始终高于印度,但人

口机会指数在 2012 年以后低于印度。 中国和印度人口红利的差距呈现阶段性特征,大体经历了人口机会和

经济条件博弈下的相对稳定阶段(1990-2011 年)和经济条件主导下的逐渐扩大阶段(2012-2021 年),虽然第

二阶段中国人口机会指数低于印度,但在经济条件驱动下人口红利指数仍高于印度。 人口红利指数与人均

GDP 之间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且经济条件指数所表现出来的正向影响相对更大。 基于 ARIMA 模型的预测结

果显示 2022-2035 年期间,中国的人口红利依然高于印度,两国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文章还对人口老龄

化背景下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人口红利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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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世界各国和地区

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建设美好世界的
共享发展中,人口与经济系统需相伴而行。 中国和
印度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人口超过 10 亿的大国① 。
由于同处亚洲地区,同为世界人口大国以及同是世
界新兴经济体,中印两国所谓“龙象之争”一直是世
界瞩目的焦点。 随着 2022 年中国人口出现总量负
增长,联合国预估 2023 年年中印度人口总量超过中
国,[1] 中印两国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关于
“人口红利”的议题吸引了广泛关注。

人口红利概念肇始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
系的讨论。 在长期聚焦人口规模或增长率对经济
的影响之后,学者们发现了年龄结构的重要作用:
人口转变过程中,在生育率下降的初始阶段,出生
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推动人口年龄结
构进入抚养比较低的“黄金时代” ② ,对经济增长具

有正向作用。[2-4]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人口奖金”
( Demographic

 

Bonus )、 “ 人 口 礼 物” ( Demographic
 

Gift)等概念被先后提出,用于解释由人口转变所导
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
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中的独特作用。[5-6] 21 世纪初
“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概念被正式提出
并得到普遍认可。[7-8] 劳动力规模较大和抚养负担较
轻被视为收获人口红利的两个基本要素。[9] 然而,一
个国家或地区具备这两个基本要素并不必然带来人
口红利,只反映该国家或地区产生了有利于经济增
长的 “ 人口机会” ③ 。 这一机会期并不会持续存
在,[5] 将在人口转变晚期随着总抚养比的上升逐渐
消失,进入人口负债阶段,[10] 或通过制度安排收获第
二次人口红利,即资本积累增加。[11-12] 普遍的共识是
要促进潜在的“人口机会” 转变为现实的“人口红
利”,还需要辅之以有效的社会经济政策、制度以及
发展环境。[3] [5-6][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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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和印度人口红利的既有研究主要包含
两方面内容。 一是描述比较变化趋势。 基于人口抚
养比等指标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在 2030 年前后印度
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将超过中国。[14-17] 1950 年以来
中印两国的人口抚养比差距不仅发生了逆转,而且
持续扩大,从 1950 年印度(69. 19)比中国(62. 76)高
6. 43,到 2060 年中国(77. 30)反而比印度(54. 95)高
22. 35④ 。[18] 考虑不同年龄人群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不
同,有学者基于国民转移账户( National

 

Transfer
 

Ac-
counts,NTA)方法计算经济支持比(Economic

 

Support
 

Ratio),通过经济支持比的年增长率衡量人口红利,
以此方法计算的人口红利在幅度和持续时间上印度
显著优于中国:中国和印度的人口红利可分别维持
42 年(1973-2015 年)和 66 年(1974-2040 年),两国
在人口红利期内经济支持比的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
0. 90%和 0. 31%。[19] 二是分析分解人口转变对经济
增长的作用。 由于观察时期及使用的模型和采用的
变量的差异性,结论存在分歧。 如有研究发现人口
结构转变解释了 1963 - 2003 年期间中国人均 GDP
年均增长率的 46%,印度的相应比例为 39%,预计
2005-2050 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与总人口之间的增
长差距将对印度的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而对中
国的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20] 另一项研究发现人
口转变因素解释了 1960-2010 年期间中国人均 GDP
增长的 35. 3%,印度为 29. 1%。[21] 但也有研究认
为:相较于中国,人口因素对印度经济增长的贡献
更大,这类研究多关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的情
形。 如在 1991-2010 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对
实际 GDP 增长的贡献率在中国为 12. 3%,在印度
为 34. 0%;[22] 在 1990-2018 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
比重变化对中国实际总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 1. 7%,
印度的相应比例是 7. 2% ⑤ ;[23] 在 1997 - 2030 年期
间,人口红利对实际人均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在中国
为 22. 7%,在印度为 35. 0% ⑥ 。[24]

结合目前人口红利相关研究的进展以及中印两
国人口红利的比较研究成果,发现“人口红利”概念
的使用和界定还较为混乱,一些研究未能区分“人口
机会”和“人口红利”;[9] [25] 绝大多数研究将人口抚
养比等指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同于人口红利,缺
乏对同时期社会经济条件的考察;部分研究虽然在
描述“人口机会” 时加入了关于经济社会因素的讨
论,但缺乏实证研究。 人口红利的本质就是人口转
变带来的人口机会所产生的额外经济影响或者独特
经济作用,这些影响或作用只是可能性,需要在一定
经济条件下方能实现。 既往文献多着眼于人口结构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没有考虑经济条件,容易陷入

“唯人口论”。 鉴于此,本文兼顾“人口-经济”双系
统要素,使用指数方法充分融合“人口机会”和“经济
条件”综合测量人口红利,尝试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中印两国人口红利的现状如何? 未来两国人口红利
的发展趋势怎样? 本文首先构建人口红利指数;然
后基于指数指标比较分析中印两国的人口红利现状
和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并预测其未来变动趋势;
最后对三次人口红利进行简要讨论。

二、指标、数据与方法
(一)人口红利指数

人口红利是人口机会与经济条件共同推动产生
的经济红利,可视为“人口-经济”双系统中不同要素
良性互动的结果,其中人口机会是基础,经济条件是
依托。 人口与经济是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的两个系统,
二者的关系复杂而多维,系统各要素之间及要素与系统
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人口转变过程中,劳动年龄人
口增长快、规模大、比重高,由此产生的较轻的社会负担
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潜在机会,即人口机会;但是人口机
会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的增长,需借助有利的社会经济环
境。 因此,人口红利并非单一系统、单一指标所能准确
衡量,最好通过构建综合指数进行测度。

具体而言,“人口机会指数”测量有利于国家或
地区经济发展的人口条件,涵盖人口增长和人口年
龄结构两个主要维度。 其中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指
标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未来劳动力供给的潜能;人
口抚养比指标反映人口年龄结构情况,是既往研究
中判别人口红利的关键指标,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
劳动人口的负担情况。

“经济条件指数”测量能够适配或利用人口机会
的经济环境,涵盖就业环境和产业结构两个主要维
度。 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就业是创造实际经济价值的
前提,并且只有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充分开发和利用,
才能有助于实现人口机会的经济效益转化。 因此,劳
动年龄人口的充分就业是经济条件的重要考量。 劳
动年龄人口就业率的高低反映人口结构变动所产生的
劳动力资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26] 其也能够间接反映
就业环境的优劣。 产业结构调整对于劳动力的吸纳作
用不可忽视,制造业的迅速发展是解决劳动力就业的重
要途径。[27]此外,由于印度在独立后近 40 年中确立了服
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28] 而中国的产业结构
在改革开放以来也逐步实现向第三产业(服务业)为主
的转变,[29]出于对中印两国比较研究的需要,选择以服
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指标反映产业结构的状况。

由此,本文构建包括人口机会指数和经济条件
指数两个子指数的人口红利指数,涉及四个三级指
标(见表 1)。

·601·



2024. 3 人口学
DEMOGRAPHY　

　 　 表 1 人口红利指数的测量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具体指标

人口红利指数(DDI) 人口机会指数(POI)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POI1 )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

人口年龄结构(POI2 ) 人口抚养比

经济条件指数(ECI) 就业环境(ECI1 ) 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

产业结构(ECI2 ) 服务 业 增 加 值 占 GDP 的

比重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注:DDI 为人口红利指数(Demographic

 

Dividend
 

Index);POI 为人口机会指数(Population
 

Opportunity
 

Index);ECI 为经济条件指

数(Economic
 

Condition
 

Index)。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数据库和
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30-31] 其中劳动年
龄人口增长率和人口抚养比数据来自 2022 年世界人
口展望数据库;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和服务业增加值
占 GDP 的比重数据以及后续分析所使用的人均 GDP
数据(2015 年美元不变价格)均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
发展指标数据库。 个别年份的缺失数据运用线性插
补的方式进行估算。 观察期限为 1990-2021 年。

将观察起点定为 1990 年是考虑已有研究认为
中国人口机会窗口开启于 1978-1990 年间,[13] [32-33]

经济发展状况也在此之后保持稳步提升;而印度从
1991 年开始经济改革,人口机会窗口开启于 1995 年
前后,此后数十年间经济亦迅速发展。[20] [28]

综合来看,中印两国在 1990 年后的人口红利发
展趋势同向异速,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目前两个数
据库的最新数据截止为 2021 年。

(三)权重确定和指数计算

权重设定一般来说有客观和主观(如德尔菲法)
两大类方法,本文关注相关指标间的实际关系,所以
采用客观法赋权。 使用 CRITIC -熵权法组合赋权,
可同时衡量指标间的对比强度、冲突性和离散程
度,[34]计算得出人口红利指数,并进行国别比较。 具
体权重计算方法如表 2 所示。

首先,对原始数据根据公式( 1) 进行标准化处
理。 若为负向指标则用 1-x ij 进行方向转换。 其中,
Xmax 和 Xmin 分别为第 j 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x ij

表示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 标准化处理后,所有指
标数值越大表示情况越好。

其次,基于 CRITIC 法和熵权法分别计算权重。
基于 CRITIC 法计算权重时,先根据公式(2)计算第 j
项指标的信息量 c j,再根据公式(3)计算第 j 项指标
的权重 w1j。 其中,σ j 表示第 j 项指标的标准差;r ij 表
示第 i 项和第 j 项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 基于熵权
法计算权重时,先根据公式(4)计算第 i 个评价对象

的第 j 个指标出现的概率 P ij,再根据公式(5)计算第
j 项指标的信息熵 e j,指标间的差距越大说明其提供
的信息量越大,相应的信息熵越小,其在指标计算中
的权重越大。 表 2 公式中的 m 表示指标计算的年
数,n 表示评价指标的个数。 最后根据公式(6)计算
第 j 项指标的权重 w2j。
　 　 表 2 人口红利指数的权重计算步骤

数据

标准化
x ij =

X ij-Xmin

Xmax -Xmin
(1)

单一权重

计算

CRITIC 法计算权重

cj =σ j∑m
i= 1(1- | rij | ) (2)

w1j =
cj

∑n
j= 1 cj

(3)

熵权法计算权重

P ij =
x ij

∑m
i= 1x ij

(4)

ej = - 1
ln

 

m
∑m

i= 1Pij×lnPij

(5)

w2j =
1-ej

∑n
j= 1(1-ej)

(6)

组合权重

计算
w j =

w1j+w2j

2
(7)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吴忠等人的研究整理所得。
最后,计算组合权重。 参考已有文献,假设两种

赋权法所得权重具有等同地位,根据公式(7)计算最
终的组合权重。 既有研究发现使用 CRITIC-熵权法
组合赋权得到的权重比例与其他方法相比具有稳健
性和科学性,且能更充分利用数据特征。[34]

遵循上述基本思路和步骤,本文基于各三级指标
的标准化取值,使用 SPSSAU 软件计算各三级指标的
组合权重和两个子指数的权重,分别得到两个子指数
(人口机会指数 POI 和经济条件指数 ECI),以及一个
综合指数(人口红利指数 DDI)。 各指数取值均为 0-
1,数值越大表明人口机会越大、经济条件越好、人口
红利水平越高。 权重计算结果如下页表 3 所示。

结果显示:在人口机会指数的评价指标中,人口
抚养比的组合权重相对更大,为 52. 36%,说明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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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人口红利指数的指标权重:中国和印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组合权重 权重 1 权重 2 三级指标 组合权重 权重 1 权重 2

人口红利指数(DDI)

POI 29. 52 37. 54 21. 51
POI1 47. 64 48. 94 46. 33

POI2 52. 36 51. 06 53. 67

ECI 70. 48 62. 46 78. 49
ECI1 52. 87 53. 71 52. 03

ECI2 47. 13 46. 29 47. 97

　 　 注:权重 1 是基于 CRITIC 法计算的权重;权重 2 是基于熵权法计算的权重。
年龄结构的优势对人口机会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在经济条件指数的评价指标中,就业环境的组合权
重相对更大,为 52. 87%,说明优良的就业环境能够
吸纳更多的潜在劳动力,对于形成更好的经济条件
具有重要作用。 在构建人口红利指数时,经济条件
指数的组合权重更大,为 70. 48%,而人口机会指数

的组合权重为 29. 52%,说明人口机会只有遇到合适
的经济条件才能真正形成人口红利。 基于上述分
析,本文计算人口红利指数的公式如下:

POI= 0. 4764×POI1 +0. 5236×POI2 (8)
ECI= 0. 5287×ECI1 +0. 4713×ECI2 (9)
DDI= 0. 2952×POI+0. 7048×ECI (10)
三、中印两国的人口红利变化情况
(一)人口机会与经济条件相关指标的比较

从 1990-2021 年期间中国和印度劳动年龄人口
数量及其增长率变化趋势来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
口数量大于印度,但两国间差距逐渐缩小,印度的劳
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始终高于中国。 2021 年中国和印
度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分别为 9. 86 亿人和 9. 50 亿
人,两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差距从 1990 年的 2. 55
亿人缩小到 2021 年的 0. 36 亿人。 两国劳动年龄人
口增长率的差距在 1990 - 2005 年期间呈现波动状
态,自 2006 年起差距开始扩大,从 2006 年的 0. 75 个
百分点扩大到 2018 年的 1. 82 个百分点,此后差距略
有缩小,到 2021 年仍相差 1. 46 个百分点。

中国人口抚养比变化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态
势,而印度人口抚养比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 中国
人口抚养比从 1990 年的 51. 93 下降到 2009 年的
37. 10 达到最低点,此后从 2010 年的 37. 12 上升到
2021 年的 44. 55,前一阶段人口抚养比的下降与少
儿抚养比的下降(从 43. 88 降为 25. 52)有关,后一阶

段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则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从
11. 81 升为 19. 01)有关。 印度人口抚养比从 1990 年
的 72. 55 下降到 2021 年的 48. 13,这与其少儿抚养
比快速下降(从 65. 51 降为 38. 05)密切相关。

经济条件指标方面,从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的
变动趋势来看,中印两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均

呈现下降态势,且两国间的差距呈现先缩小后扩大
的特征。 其中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从 1990
年的 77. 65%波动下降到 2021 年的 64. 78%,印度的
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则从 1990 年的 57. 76%波动下
降至 2021 年的 42. 85%;两国间的差距从 1991 年相
差 22. 14 个百分点缩小到 2005 年的 16. 10 个百分

点,再从 2006 年相差 16. 39 个百分点增加到 2020 年
的 23. 50 个百分点。 从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
变化情况来看,中印两国均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在
1990-2012 年期间印度处于领先位置,2013-2021 年
期间则是中国相对领先。 具体而言,中印两国服务

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差距先从 1990 年的 4. 66 个
百分点波动缩小至 2012 年的 0. 84 个百分点,后从
2013 年的 0. 18 个百分点上升到 2021 年的 5. 62 个
百分点。

(二)观察期内的综合指数与子指数

从综合指数来看,中国和印度的人口红利指数

在 1990-2021 年间均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中国的人
口红利指数始终高于印度,且两国人口红利指数的
差距在波动中逐渐扩大(见图 1)。 中国的人口红利
指数整体处于高位均衡的状态,20 世纪 90 年代水平
较低(处于 0. 62 以下,1996 年达到低谷,为 0. 55),
进入 21 世纪后水平有所提升。 前后差别主要源于
经济条件。 有研究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经济贡
献率处于“低人口红利”阶段,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
过快流动受到限制,劳动力资源重置效应无法得到
充分发挥。[32] 印度的人口红利指数整体呈现波动上

升趋势,从 1990 年的 0. 38 波动增加到 2019 年的
0. 50,随后出现轻微下降。

在人口机会指数方面,观察期内中国呈现“先降-
后升-再降” 的趋势,而印度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
2011 年及以前中国的人口机会指数高于印度,两国
间的差距从 1990 年的 0. 17 波动缩小至 1999 年的
0. 09,然后扩大到 2005 年的 0. 23,此后差距又趋缩
小。 在 2012 年以后,印度的人口机会指数开始超过
中国,2021 年印度的人口机会指数高出中国近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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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条件指数方面,观察期内中国处于高位

均衡的状态,基本保持在 0. 52(1996 年最低值)及以

上,进入 21 世纪以来均在 0. 62 以上;印度则呈现波

动上升的趋势,从 1990 年的 0. 34 波动上升至 2008
年的 0. 45,随后缓慢下降。 中国的经济条件指数始

终高于印度。 1990-2014 年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条件

指数差值稳定在 0. 3 以下;2015-2021 年指数差值表

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在 0. 35 及以上,且在 2020 年

和 2021 年达到 0. 47 和 0. 44。
(三)人口红利指数的阶段性变化与差异

由于中国和印度人口机会指数的差距在 2012
年出现方向性变化,以下以 2012 年为分界点将中印

两国人口红利指数的变化关系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比较分析。
1. 人口机会和经济条件博弈下的相对稳定阶段

(1990-2011 年)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人口红利综合指数以及人

口机会和经济条件两个子指数值均高于印度,两国

间人口红利指数的平均差距为 0. 19,人口机会指数

的平均差距为 0. 13,经济条件指数的平均差异为

0. 22。 从人口机会指数和经济条件指数的构成指标来

看,中印两国各自具有相对优势:中国在劳动年龄人

口增长率和产业结构方面稍逊印度,但是在人口年龄

结构和就业环境方面保持领先。 不同要素的博弈共

同驱动两国人口红利的差距处于相对稳定阶段。
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从 1990 年

的 1. 75%下降到 2011 年的 0. 55%,同期印度的劳动

年龄人口增长率虽亦呈现下降趋势,但到 2011 年仍

然保持在 1. 97%的较高水平。 同时,由于印度优先

发展服务业,在这一阶段印度的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高于中国,两国之间的平均差距为 2. 86
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抚养比从 1990 年

的 51. 93 持续下降到 2011 年的 37. 27,印度的人口

抚养比在 2011 年为 55. 45,社会抚养负担相对较高。
同期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高于印度,两者的

平均差距稳定在 19. 11 个百分点。
2. 经济条件主导下的差距逐渐扩大阶段(2012-

2021 年)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人口机会指数低于印度,但

经济条件指数高于印度,人口红利综合指数也仍高

于印度,两国人口红利指数的平均差距为 0. 22,人口

机会指数的平均差距为 0. 13,经济条件指数的平均

差异为 0. 37。 从人口机会指数和经济条件指数的构

成指标来看,中国在经济条件指标上具有明显优势,
而印度在人口机会指标上表现出相对优势,即中国

图 1　 1990-2021 年中国和印度的人口红利指数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构建的指标体系计算结果绘制

所得。

在就业环境和产业结构方面领先印度,印度在劳动

年龄人口增长率方面的优势明显,两国在人口年龄

结构方面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总体而言,中国在经

济条件方面的相对优势抵消了其在人口机会方面的

相对劣势,这一阶段两国人口红利指数差距呈现扩

大趋势,表明经济条件在这一阶段发挥着关键作用。
一方面,持续高于印度的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

以及在 2013 年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赶超印度,
使中国相对于印度在经济条件方面的优势更加明

显。 在这一阶段,两国间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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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稳定在 20. 53 个百分点,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分别
扩大到 23. 50 和 21. 93 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平均差距稳定在 3. 3 个百分点,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分别扩大到 6. 02 和 5. 62 个百分点。 另
一方面,中国的人口抚养比逐渐上升以及劳动年龄
人口增长率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使其在人口机会
方面面临着双重劣势。 相比之下,印度的人口抚养
比从 2012 年的 54. 56 下降到 2021 年的 48. 13。 同
时,印度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整体虽呈现下降趋
势,但仍保持正增长。 经济条件主导下各因素的博
弈使中印两国人口红利指数的差距在 2011 年后呈
现逐渐扩大的趋势。

四、中印两国人口红利的未来变动趋势
(一)人口红利指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人口红利备受关注的原因在于人口要素及其变

动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正向影响。 之所以构建人口
红利指数,是为了避免忽略经济条件的作用,单纯以
人口机会替代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指数能否预测
国家经济增长?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检验人口红利指数的构建意义。 本部分使用
来自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的 1990 - 2021 年人均
GDP 数据(2015 年美元不变价格) ,以及前文计算
所得的 1990-2021 年的人口机会指数、经济条件指
数和人口红利指数数据,以人均 GDP 来反映经济
增长水平,以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
量。 分别以当期和滞后 1 年的人口机会指数、经济
条件指数和人口红利指数为解释变量,考察人口机
会、经济条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二者的综合作
用,采用面板模型初步探索其间的关系,估计结果
如表 4 所示。

　 　 表 4 人口红利指数对人均 GDP 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基于当期指数值的估计 基于滞后 1 年指数值的估计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人口机会指数
1. 155

(1. 233)
0. 450

(0. 564)
2. 049

(1. 247)
0. 739

(0. 551)

经济条件指数
6. 782∗∗∗

(0. 666)
5. 223∗∗∗

(0. 339)
6. 698∗∗∗

(0. 658)
5. 312∗∗∗

(0. 332)

人口红利指数
6. 964∗∗∗

(0. 483)
7. 090∗∗∗

(0. 456)

常数项
6. 845∗∗∗

(0. 751)
4. 008∗∗∗

(0. 183)
4. 549∗∗∗

(0. 373)
3. 745∗∗∗

(0. 269)
6. 332∗∗∗

(0. 763)
4. 094∗∗∗

(0. 345)
4. 366∗∗∗

(0. 355)
3. 711∗∗∗

(0. 253)

样本量 64 64 64 64 62 62 62 62

R2 0. 014 0. 796 0. 797 0. 770 0. 043 0. 815 0. 821 0. 801

　 　 注:∗P<0. 05,∗∗P<0. 01,∗∗∗P<0. 001;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通过 Hausman 检验选择最优的模型进行估计,模型(1)(3)(4)
(5)(7)和模型(8)为随机效应模型,模型(2)和模型(6)为固定效应模型。
　 　 模型(1)和模型(5)的估计结果表明人口机会

指数和人均 GDP 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这验证了前

文关于“人口机会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的增长” 的判

断。 模型(2)和模型(6)的估计结果表明经济条件

指数对人均 GDP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模型(3)和

模型(7)的估计结果表明控制住人口机会指数后,经
济条件指数的独立正向影响依然存在。 模型(4)和

模型(8)的估计结果表明作为综合测度的人口红利

指数对人均 GDP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上述影响对

于当期数据和滞后 1 年的数据同样稳健。 由此可知

本文所构建的人口红利指数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

著的正向关系,符合前文关于“人口红利是有利的人

口机会与经济条件共同推动产生的经济红利”的基

本假设。
(二)中国和印度人口红利的未来变化趋势

人口红利指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被确

认,说明构建人口红利指数的必要性和科学性。 本

部分基于前文计算所得的 1990-2021 年的人口红利

指数数据,使用 ARIMA 模型对中国和印度人口红利

未来的变化趋势做出预测和判断。 2035 年是中国一

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对此进行战略擘画。 因此,本文通过预

测 2022-2035 年的人口红利指数,对中印两国人口

红利的未来变化趋势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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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 SPSSAU 软件进行预测的具体操作。
在使用 ARIMA 模型的预测过程中,使用软件多次进
行建模和对比选择,最终筛选出预测中国和印度人
口红利指数的、兼顾效果和简洁性的模型为 ARIMA
(1,1,1) ⑦ ,其具体的模型公式分别为:

yC( t)= 0. 002+0. 426×yC( t-1) -0. 072×ε( t-1)
(11)

yI( t)= 0. 002-0. 139×yI( t-1) +0. 052×ε( t-1)
(12)

yC( t)代表 t 年份中国的人口红利指数;yI( t)代
表 t 年份印度的人口红利指数;ε( t-1)代表 t-1 年份
的误差项。

预测结果(见图 2)显示:截至 2035 年,中国和印
度的人口红利指数依然保持增长态势,中国的人口
红利指数高于印度,并且中印两国间的差距在逐渐
扩大。 从具体的预测值来看,2022-2035 年期间,中
国的人口红利指数从 0. 67 增加到 0. 72,印度的人口
红利指数从 0. 43 增加到 0. 45,两国的差距从 2022
年的 0. 24 进一步增加到 2035 年的 0. 27。

图 2　 中国和印度人口红利指数发展趋势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基于 SPSSAU 软件的预测结果绘制

所得。
如何理解中印两国人口红利指数的这种发展趋

势? 根据联合国 2022 年世界人口展望的中方案预
测结果,尽管 2022-2035 年期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
口维持缩减趋势,但是在 2035 年的劳动年龄人口尚
有 9. 3 亿人,人口抚养比从 2022 年的 44. 9 逐步上升
到 2035 年的 50. 4。 相比之下,印度的人口增长率依然
为正,且人口抚养比保持下降,在 2035 年达到 45. 3。
这意味中国的人口机会指数在 2022-2035 年期间会
继续低于印度。 在人口机会的相对优势不再明显的
前景下,中国人口红利指数在未来 14 年内依然高于
印度,更多是由于经济条件方面的贡献,即在人口机

会窗口逐渐关闭的阶段中,良好的就业环境和合理
的产业结构所形成的经济条件有助于将体量巨大的

潜在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进而延续中国的

人口红利。 相比之下,印度在工业发展不足的基础

上优先发展服务业,影响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

型产业的发展,使劳动力吸收能力较弱,[35] 人口机会

的相对优势无法完全彰显,导致其人口红利指数落

后于中国,也有力地证明了经济条件的重要性。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人口红利的概念出发,综合考虑人口机

会和经济条件,构建人口红利指数,利用 CRITIC-熵

权法组合赋权计算指标权重并拟合指数,对 1990 -
2021 年期间中国和印度的人口红利进行整体性和阶

段性的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其与经济增长之间

的关系,预测未来变化趋势。
研究得到如下主要结论:第一,1990-2021 年期

间中印两国的人口红利均呈现增长态势,中国的人

口红利指数和经济条件指数始终高于印度,但人口

机会指数在 2012 年以后开始低于印度。 第二,中国

和印度人口红利的差距呈现阶段性特征,大体经历

了人口机会和经济条件博弈之下的相对稳定阶段

(1990-2011 年) 和经济条件主导的逐渐扩大阶段

(2012-2021 年),虽然第二阶段中国的人口机会指

数低于印度,但在经济条件驱动下人口红利指数仍

高于印度。 第三,人口红利指数与人均 GDP 之间具

有显著正向关系,且经济条件指数所表现出来的正

向影响相对更大,反映出综合考虑人口机会和经济

条件的人口红利指数的构建具有科学性。 第四,基
于 ARIMA 模型的预测结果显示:2022-2035 年期间

中国的人口红利指数依然高于印度,且两者间的差

距进一步扩大。
对人口红利问题的讨论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产

生的“东亚经济奇迹”,学者们从这一经济结果反向
探索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机会的重要作用,后续研

究基本延续这一观点,多聚焦人口系统中关键要素

所产生的人口机会。 然而,仅以人口机会来评判人

口红利,不仅忽略了经济条件的决定性影响,在实际

应用中也会导致偏差。 例如在本文的研究中,如果

仅以人口机会来评判人口红利,中印两国的人口红

利毫无疑问中国将不及印度。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

综合考虑人口机会和经济条件构建人口红利综合评

价指标,并将其指数化用来比较分析中印人口红利。
结果表明即使人口机会处于相对弱势的情况下,中
国在当前乃至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人口红利水平仍会

高于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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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转变中年龄结构变化可能带来第一次人口
红利。 中印两国均抓住了此次人口机会,中国选择

以第二产业为主,印度则以第三产业为主,吸纳新增

的劳动年龄人口,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经济的

增长。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凭借相对较高的劳动年

龄人口就业率和日趋合理的产业结构,实现了经济
层面更明显的发展与进步。 随着人口总量达峰,少
子化和老龄化问题凸显,中国是否会丧失人口红

利? 答案是并不一定。 第二次和第三次人口红利

概念提出了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获取可持续性的

人口红利的可能性,即充分利用老年人口的人力资
本(教育和健康等)和社会资本所产生的经济效益

或社会效益。
第二次人口红利是指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带来的

潜力巨大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老年人力资本储备

和储蓄积累动机。 相比于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暂时
性,第二次人口红利具有永久性的特征,不会随着

人口结构的转变而消失,但前提是在人口结构转变

的中期实施有效的、具有前瞻性的政策支持。[11] 第

三次人口红利也是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提出的,是
指投资教育、疾病防御和健康促进以及对社会有益

的角色,能够带来具有可持续性的社会资本,以解

决未满足的主要社会需求, 创造更多的社会福

利,[36] 或通过利用健康老年群体未开发的工作能

力产生经济效益。 如基于日本的研究表明 60 - 79
岁的老年人参与工作所产生的额外经济效应约为

3. 2% ~ 6. 0%。[19]

中国在 2022 年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

14. 9%,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⑧ ,预计在 2034 年

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21. 6%) ⑨ 。 相较之下,印度在

2022 年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 6. 9%,尚未进

入老龄化社会,预计在 2048 年(14. 21%)和 2065 年

(21. 17%)才进入中度和重度老龄化社会。 未来中

国和印度在开发两次新人口红利方面所面临的人口

背景存在差异,这对于两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具有不
同意义。 对于印度而言,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将

继续收获第一次人口红利,但需要重视实施就业优

先战略,保证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充分释放;同时,需
要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深的背景下为未来社会经济

发展储备人力资本,提前进行政策布局保证人力资
本投入。 对于中国而言,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人口

变动对经济增长的需求侧冲击效应会逐渐显现,需
要将消费等需求侧的因素整合到聚焦劳动力供给等

供给侧因素的传统人口红利的框架中,以提升人口

红利理论的现实解释力。[38] 中国人口红利在健康中

国战略、教育强国战略以及新型城镇化战略等合适

的制度供给下实现了动态转变,[39] 需要充分把握进

入重度老龄化社会之前的战略机遇期,通过质量替

代策略、结构优化策略和空间回旋策略统筹解决少

子化老龄化问题,[40] 为收获新的人口红利提供可

能性。

注释:
①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 年估计数据,2021 年

世界人口超过 1 亿人的国家有 14 个,除了中国和印度外,其他

国家人口数分别是:美国(3. 37 亿)、印度尼西亚(2. 74 亿)、巴
基斯坦(2. 31 亿)、巴西(2. 14 亿)、尼日利亚(2. 13 亿)、孟加拉

国(1. 69 亿)、俄罗斯(1. 45 亿)、墨西哥(1. 27 亿)、日本(1. 25
亿)、埃塞俄比亚( 1. 20 亿)、菲律宾 ( 1. 14 亿)、埃及 ( 1. 09
亿)。 若非特别注明,本文相关数据均源于《2022 年世界人口

展望》。 本文所讨论的中国特指中国大陆地区,不包括中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
②黑田俊夫曾假定抚养比小于 45 的时期为“黄金时代”。

本文的抚养比计算公式为:DR = (0- 14 岁少儿人口数+ 65 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数) / 15- 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数,所得结果乘

以 100。
③在相关研究中还涉及人口机会窗口、人口视窗、人口条

件等提法,本文统一使用“人口机会”概念。
④笔者根据 Bruni 的研究中表 4 和表 6 的年龄别人口数

据计算得到。
⑤笔者根据 Chaurasia 的研究中表 3 和表 4 的数据计算所

得。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化所产生的贡献率是 1. 7%
(0. 156 / 9. 173 = 0. 017),印度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变化所产生的

贡献率是 7. 2%(0. 443 / 6. 152 = 0. 072)。
⑥笔者根据 Golley 和 Tyers 的研究中表 4 的数据计算所

得。 中国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贡献率是 22. 7%
(2. 5 / 11 = 0. 227),印度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贡献率

是 35. 0%(4. 1 / 11. 7 = 0. 350)。
⑦SPSSAU 软件自动拟合的预测方案为 ARIMA(1,1,0),

其信息标准 AIC 和 BIC 值分别为-168 / -154 和-167 / -149(中

国 / 印度),ARIMA(1,1,1)方案所对应的信息标准 AIC 和 BIC
值分别为-166 / -152 和-160 / -146(中国 / 印度),后者的两类

信息标准值有所下降,表明后者的拟合效果更优。 此外,笔者

还进行了多次参数调整进行预测,如 ARIMA(12,1,12)方案,
其结果显示中印之间的人口红利的差距表现为从 2022 年的

0. 24 增加到 2035 年的 0. 27,尽管信息准则 AIC 和 BIC 值进一

步降低,但是预测结果没有明显改变。 因此,笔者选择更为简

洁的方案 ARIMA(1,1,1)来进行预测分析。
⑧参考世界卫生组织的划分标准:一个国家 65 岁及以上

人口比重超过 7%、14%和 21%时,意味着其分别进入老龄化

社会、中度老龄化社会和重度老龄化社会。[37]

⑨笔者根据 2022 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表中 Population
 

by
 

Five-year
 

Age
 

Groups-Both
 

Sexes 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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